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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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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以国家科研机构为代表的建制化科学机构逐渐取代了个人在知识生产中

的主体地位，科学活动逐渐从纯粹的兴趣探索转向有组织的国家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始于

对国家竞争力的深刻反思，成立了独立的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紧紧围绕战时国家的迫切需求展开科学研

究的布局。这一政府部门有效弥合了学术界与产业间的鸿沟，提升了英国应对技术瓶颈和战时需求的能力，

并对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诸多国家的科学组织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和引导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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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ize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such as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individuals as the primary actor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Scientific activities have shifted from purely curiosity-driven exploration to organized state endeavors. During 
World War I, prompted by deep reflection o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United Kingdom 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t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DSIR). This government agency prioritized 
wartime national needs in their research agendas,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nd 
enhancing the UK’s capacity to address technological bottlenecks and wartime demands. Its profound influence 
extended globally, as it also shaped similar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Indi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beyo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SIR underscores the critical role of state support and strategic directions i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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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9 世纪，科学不再是孤立于社会制度

之外的纯粹知识生产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科学研究范

式经历了从个人自发行为向纳入社会运行的重

要转型。这一过程中，由政治力量支持的科学

研究活动形成一种以组织、政策和制度为核心

的科学实践模式，并成为现代国家提升科技创

新整体效能、应对社会复杂问题的重要手段。

英 国 政 府 曾 设 立 的 科 学 与 工 业 研 究 部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DSIR）是全球最早由政府主导的科研组织之一，

被科技政策和科技史学者普遍视为现代意义上

“政府科学”或“国家科学”理念的先驱实践。
[1]，[2] 自 1916 年成立至 1965 年部门重组，DSIR
的工作涉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绝大多数领

域。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政府首次以官方的身

份直接介入科学活动，其使命不仅在于促进科

学本身的进步，更在于借助科学的发展解决国

家面临的技术瓶颈和工业困境，提升国家的竞

争力。[2] 很大程度上，DSIR 的发展史反映了

政府规划和组织科学研究活动的建制化历程。

DSIR 所代表的战时国家直接干预科学的

模式，在和平时期逐步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科技

治理体系，但其基本的制度逻辑仍在延续。它

的模式影响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

邦国家的科学建制化过程，提升了科学证据在

公共政策中的地位。[3] 这些变化赋予了科学

家——尤其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咨询活

动以新的政治意义，并使他们在政府和工业界

的决策中获得了发言权。[4]，[5] 然而，国内学界

目前关于现代科学建制化发展路径规律的研究

呈现出典型的大科学取向。[6]，[7] 相关研究聚焦

于“曼哈顿计划”之后美国的国家科学体制与

组织范式，主要围绕其国家实验室体系、国防

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与 能 源 部（Department of 
Energy）等使命导向的机构展开。[8] 而对科学

及相关工作的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对美国之

外中央科学机构的早期建制化历程缺乏必要的

关注。

为 弥 补 这 一 空 白， 本 研 究 通 过 系 统 梳

理 英 国 国 会 议 事 录（Hansard）、 议 会 文 件

（Parliamentary Papers）、 国 家 档 案 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等原始资料与国外早期研究，

旨在做出以下贡献：第一，回顾 DSIR 成立前后

英国政府介入科学与工业研究领域的逻辑；第

二，评估 DSIR 的部门组成、运行机制、核心

功能对科研组织建制化的推动作用；第三，审

视早期有关国家科学的辩论以及对当今科学政

策演化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顾和

理解 DSIR 的缘起、发展和影响，有助于理解

政府科研管理机构如何在政治和科学因素的影

响下作出决策。总结英国早期“国家科学”发

展的经验与教训，也能为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和

制度借鉴。

一、战争前夕的英国科学

推动科学早期建制化的主要力量，是以

英 国 皇 家 学 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为

代表的欧洲各地的科学组织及其构成的交流网

络。由社会中有闲阶级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建构

了今天科学活动的行动逻辑，科学团体启动了

专业化改革，科学教育得以初步发展。[9] 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科学承载的社会期望

越来越高，但科技议题鲜少成为政治的中心议

题。英国政府对大学和工业研究的资助微乎其

微，议会和政府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寥寥

无几。除招募少数在国防部门工作的科学家，

政府几乎没有关于雇用科学家的连贯政策。[5]

科学活动来源于学者本身的志趣，公共科学的

相关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科学相关的社会

事件，例如水污染和传染病防治等公共问题。

这种盛行于科学界的业余主义传统，对后

来英国的工业研究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工业

界对科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价值普遍持谨慎乃至

怀疑态度，既不理解也不认同科学研究的作用，

对在短期内不会产生结果的研究不感兴趣。[10]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业界对科学的保

守立场几乎没有改变，其直接后果不仅削弱了

英国的国防工业能力，也暴露出过去四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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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英国引以为傲的工业优势日益式微。统计显

示，1870 年之后，英国工业在世界工业产量中

的比重持续下降，由 32% 降至 14%。[11]

对比之下，德国在工业领域的卓越表现令

英国政界深感震撼，并被普遍认为是“有组织

的专业化努力”的结果。[12] 彼时的德国，产学

研融合的模式已逐渐形成并趋于建制化，大学

和国家科研机构向染料、制药等以科学为基础

的产业持续输送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13]例如，

其雄厚的工业资本和应用科学的高度组织化特

征，使其在两用化学品上拥有巨大优势，大型

染料制造企业可以在战争时期毫不费力地转变

为生产炸药和化学武器原材料的军事工厂。[14]

此外，德国在战争爆发后对染料实施的禁运政

策也切断了本国染料公司与大部分国际市场的

联系，从而迫使它们考虑将闲置的资本、工人

和生产设施投入军工生产。

战争让英国政府很快认识到，英国过于依

赖外国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两用化学品制造商

的巨大产能差距直观暴露了英国在战略物资生

产能力上的严重不足。[14]1913 年，英国的染料

进口量为 18,000 吨，而产量仅有 2,000 吨；同年，

德国的产量为135,000吨，是英国产量的70余倍。
[15] 事实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染料工厂都高

度依赖德国的原料和技术：合成的关键工序都

由德国科学家操作，工厂使用的化学前体材料

也大多直接来自德国。英国科学界也立刻意识

到，英国工业出现的各种缺陷与其薄弱的应用

科学紧密相连。除化学外，这些问题在其他相

对前沿的、将新知识应用于生产的工业领域也

尤为突出，这些领域长期被英国忽视，而德国

却对这些领域实现了更充分的利用。[16]，[17]

二、科学与工业部的建立

随着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越来越多的

政治家认识到，英国若要维系其世界地位，尤

其亟须系统提升在应用研究方面的科研组织能

力。[3] 西线战事的爆发，更加凸显了英国在前

沿工业领域对德国技术的依赖，如何通过制度

化的科学和工业政策增强国家实力，成为摆在

英 国 政 府 面 前 的 迫 切 问 题。 从 1914 年 8 月 克

里 斯 托 弗·艾 迪 生（Christopher Addison） 被

任 命 为 教 育 委 员 会 议 会 秘 书（Parliamentary 
Secretary），到 1915 年 7 月该委员会发布白皮

书（White Paper Cd. 8005）的短短 11 个月间，

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仓促却影响深远的决策，

成功建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前身——科学

与工业研究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ACSIR）。

在爱德华时代，英国虽然对科学研究的支

持较为分散，但对科学研究建制化的努力一直

在进行。1900 年新设立的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承接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若干研

究项目的管理工作；1906 年，财政部组建了以

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为首的

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大学和学院等高等教育机

构的拨款分配方案；1909 年，教育委员会又在

伦敦大学前教务长弗兰克·希思（Frank Heath）

的领导下成立特别委员会，着力研究促进技术

与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可行方案。一年后，麦

考密克与希思的特别委员会合作，并在接下来

的三年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旨在为大学研究

提供培育人才的专项资金。[3] 到一战爆发前，

这个委员会已经对大学资助、技能人才培养和

工业界需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调

研。[18] 这些试探性的举措表明，英国的科学活

动正在被一步步纳入国家的规划中。

战争使英国工业界科学基础的脆弱性暴露

无遗，对武器和染料等战略物资的需求激增。[6]

然而，工业研究的困境因英国各军种不加区分

的募兵方案而进一步恶化。在战争第一年，化

学和炸药行业近四分之一的技术人员入伍；煤

矿和金属行业则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专业人才被

征召。[3] 在战争爆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工

业部门的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大型工业企业普

遍缺乏受过科学训练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在纯

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均具专门知识的工业科学

家。[19]

当艾迪生于战争开始就任教育委员会议会

秘书时，这位曾在谢菲尔德大学担任解剖学教

授的政治家敏锐地意识到了传统教育体系与工

科学的国家使命——来自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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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他认识到，如果

产业界想要在与德国的战争中从科学获得更多

利益，政府就需要确保提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

能人才。1914 年圣诞节后，艾迪生及其同僚

起草了一份方案，主张制定一项由国家主导的

大胆计划，旨在与那些能够明确自身核心需求

的大型工业集团合作，该计划成为后来“研究

协会”的雏形。[3] 这份草案明确提出了三个关

键问题：[12] 第一，是否应通过改革中学及技术

教育体系来满足科学界和工业界对大学教师与

研究人员的迫切需求？第二，面对战时议会和

公众对英国工业的批评，应如何改进大学和技

术学院的研究导向与资金支持机制？第三，如

何构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工业部门之间更

紧密的协作关系？次年 5 月，教育委员会正式

将该提案提交内阁会议，并再次强调了德国在

染料工业的垄断地位源于其卓越的科研组织能

力。[3]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博弈同样值得关

注。自这份草案进入政策议程伊始，围绕科学

政策主导权的话语争夺就从未停止。尽管大部

分科学家对建立新的中央科学机构并不持反对

态度，但他们似乎也并不信任政府有能力实施

该计划和管理科学研究活动。[20]，[21] 持此观点

的人认为，科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独立、专业

化的管理体系以保障科学活动的长期稳定。如

果研究机构隶属于行政部门，科学将被当作不

产生价值的一般公共事务来管理。在财政紧缩

或政治动荡时期，科学必将成为保障其他更紧

要事务的牺牲品。[10]

一些科学家认为，在科学界具有崇高地位

的皇家学会最适合主导中央科学决策，但教育

委员会在制定初始方案时并未征询皇家学会的

意见。[17] 例如，伦敦化学学会前会长亨利·阿

姆斯特朗（Henry Armstrong）指出，皇家学会

应立即配备一个高效的执行机构，并“从学术

界的沉睡中醒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国家

服务。[20] 显然，皇家学会并未准备接管对制

定国家总体科学政策的中央控制权，理事会似

乎更愿意与战争委员会合作，向政府提供科学

和工业方面的建议，或与新建的中央科学部门

建立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学会长期保持的政

治中立立场，更倾向于远离那些超越了科学咨

询范畴的政治活动。[22] 此外，联合碱业公司

（United Alkali）等英国工业巨头也纷纷在报纸

上发表评论，指责计划制定者缺乏对工业行业

的基本了解。[3] 但由于行业内各个企业的利益

诉求存在较大分歧，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统一意

见，这些建议未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直到 1915
年 6 月末，德军在第二次伊普尔（Ypres）战役

中将具有军民两用的化学物质（氯气）作为武

器的报道引发英国舆论震动，各方的尖锐批评

才逐渐平息。

1915 年 6 月， 亚 瑟· 亨 德 森（Arthur 
Henderson）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接替约瑟夫·皮

斯（Joseph Pease）爵士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
[23] 并于次月向下院提交了有关促进工业研究的

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对英国科学的各个部分做

出了详尽的指导，并巧妙地调和了英国科学界

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例如，这份白皮书包

含一项条款，赋予皇家学会特殊权力，可以向

新成立的委员会建议值得政府资助的新研究项

目。[24]

新成立的科学与工业研究枢密院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最初由六名内阁大臣以及

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其他部长和枢密院成员组成，

负责监督政府对研究的资助工作。该委员会在

与其同时成立的咨询委员会的协助下运作，并

就涉及高等教育和工业研究的改革方案向内阁

和议会提供建议。除医学和农业领域外，该部

门的咨询职权范围涵盖自然科学及其在工业过

程中应用的各个方面。早年在财政部负责技能

人才调查工作的麦考密克爵士被任命为咨询委

员会的首任行政主席。表 1 列出了咨询委员会的

首届成员的信息。

咨询委员会确认了三个工作方向：第一，开

展针对特定科学和技术问题的专门研究；第二，

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并发展现有机构，以对影响

特定行业的普遍问题开展研究；第三，设立和颁

发人才奖学金。[23] 委员会还制定了一项由各行

业在政府财政援助下建立合作研究协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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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后来的帝国信托基金。显然，成立咨询委员

会并非一项改善军需供应和国防工业建设的临

时提案，而是一项旨在永久性地重塑国家与科

学、行业与科技人才关系的全面方案。

三、科学与工业部的职能

1916 年 12 月 15 日，科学与工业研究部作

为一个新的独立部门成立。希思被任命为该部

门 的 常 任 秘 书（Permanent Secretary）。 然 而，

DSIR 作为直属内阁的部门，其组织架构中并

没有设置内阁部长的职位，而是由科学家组成

的咨询委员会和来自教育委员会的职业官僚共

同运作。这种安排给了咨询委员会特殊的地位，

它接受国家的资金，拥有独立的拨款，但不受

国家的控制。这种安排的重要性在于，科学家

们组成的委员会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来分配国家

的科学研究经费。[22] 图 1 展示了 DSIR 的早期

组织架构。

1. 管理国家研究机构

DSIR 的第一个重要职能是重组并管理国

家研究机构和实验室，让政府承担研究具有显

著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攸关广泛社会利益的基础

科学问题。例如，DSIR 管理的国家物理实验

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在 空 气 动

力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国防工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25] 在治理层面，DSIR 也努力使其管理的

机构保持与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紧密联系。这些

由 DSIR 出资的委员会或机构大多由部门委任

的研究总监直接领导，其管理层成员由科学家

姓名 学科 年龄 学术身份 任职

威廉·麦考密克（主席） 行政官员 56 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财政部

约翰·斯特拉特（瑞利勋爵） 物理学家 73 皇家学会会员 剑桥大学

乔治·贝尔比 化学家 65 皇家学会会员 皇家燃料和发动机委员会

拉斐尔·梅多拉 化学家 66 皇家学会会员 芬斯伯里技术学院

理查德·索尔福尔 化学家 54 皇家学会会员 奥布莱威尔逊公司

约翰·麦克莱兰 物理学家 45 皇家学会会员 爱尔兰国立大学

威廉·达德尔 工程师 43 皇家学会会员 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

伯特伦·霍普金森 工程师 41 皇家学会会员 剑桥大学

表1  首任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成员

科学的国家使命——来自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启示

图1  DSIR的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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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业界人士共同构成，以确保拟定的研究方

向符合实际需要。[26] 由于实验室的经费源于公

共资金，DSIR 倡导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尽可能

向社会公开，并为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和技

术的可能支持。此外，实验室的研究发现都通

过出版物、摘要信息、行业标准等形式在领域

内传播。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前沿信息的知识

共享，也避免了科研成果由少数组织占有，提

升了行业的总体技术水平。[10] 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DSIR 又将若干科研机构纳入部门体系，[22]

这些机构包括燃料研究站、建筑研究站、低温

研究站等，由不同的研究委员会管理，其经费

由公共资金提供。[25] 表 2 列出了二战前 DSIR
管理的主要研究组织。

总之，以 DSIR 为核心的国家研究机构体

系，对英国科技政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新的机构丰富了政府提升国家产业竞争

力的政策工具。除资助大学和支持企业的应用

研究之外，政府得以直接兴建研究组织，承担

长周期、高风险而又关乎长远公共利益的研究

任务。政府资助的科学由此超越了科学家个人

的兴趣和科学学会的事务范畴，被赋予服务国

家使命的社会功能。其次，由公共资金支持的

实验室逐渐发展为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技术智

囊，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英国独具特色的科技

咨询制度。[1] 二战期间，这些研究委员会和

国家研究机构为战时工业规划等提供了宝贵建

议。DSIR 实质上创造了科学共同体与官僚体

系合作的新范式：一方面，政府通过咨询机制

赋予科学精英一定的建言权和决策权，提高创

新治理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政

府将科学活动纳入战略规划来满足国家发展的

需要，形成“国家的科学使命”，使公众也能

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科学带来的福祉。[26]

研究机构 管理机构 设立时间 职能 / 研究目标

国家物理实验室 皇家学会执行委员会 1918 年并入
维护国家质量、长度、时间等基本计量标准；
精确测定材料物理常数；研究工程材料及设
备特性等。

燃料研究站 燃料研究委员会 1919 年 解决战后燃料短缺问题。

地质调查局与博物馆 地质调查局委员会 1919 年并入 促进地质科学发展，绘制地图，保存岩石和
矿物，以及解答有关地质学各方面的咨询。

建筑研究站 建筑研究委员会 1921 年 研究建筑材料、结构和施工技术，应对战后
住房短缺与建筑工业现代化的需要。

低温研究站 食品调查委员会 1922 年 负责研究食品运输、保藏与加工，以及保持
食品新鲜度至消费者手中的方法。

无线电研究站（后并
入国家物理实验室） 无线电研究委员会 1924 年 开展无线电通信和电离层物理学的研究，包

括发展雷达技术等。

化学研究实验室 化学研究委员会 1925 年
研究化学工业中共同关心的问题，旨在填补
系内现有实验室资源的空白，并不时开展系
内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化学研究。

林产品研究实验室 林产品研究委员会 1927 年 组织和开展木材及其他林产品利用、木材技
术以及木材机械技术的研究。

道路研究实验室 道路研究委员会 1930 年 应对汽车工业兴起带来的道路建设与交通安
全需求。

水污染研究实验室 水污染研究委员会 1938 年 发起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及生活和工业
用水净化的研究。

虫害防治实验室 虫害研究委员会 1940 年 研究害虫在作物和一些动物产品在储存、运
输和加工各个阶段的灾害情况。

注：DSIR还包括航空研究委员会、大气污染研究委员会、气瓶和容器委员会、照明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直接作为研究组织
参与研究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研究活动不受DSIR的控制，尤其是与国防事务相关的军事科学，也包括更早建立独立
研究委员会的农业、医学和气象研究。

表2  DSIR管理的研究组织（191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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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立研究协会

DSIR 的第二项重要使命，是通过组织行

业集体力量来改变工业界对科研的消极态度，

从而推动应用研究与工艺改进。[16] 作为推动工

业研究的第一步，咨询委员会于 1916 年提出“研

究协会”计划，鼓励同一产业的企业联合出资

组建合作性质的研究组织。符合资格的协会均

能够获得政府在财政补贴上的支持。按照该计

划，此类协会的研究经费仍然由所属行业承担，

DSIR 仅根据其筹集的经费数额提供相应的配

套资金。[10] 在治理结构上，DSIR 坚持资助而

不干预的基本原则。[27] 研究协会的日常管理主

要由行业内部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负责，他们

自主决定研究方向和科研人员聘任。DSIR 仅通

过派驻联络员和经费支持等方式提供帮助，不

直接介入协会的日常研究工作。[28] 这一模式兼

顾了国家支持与行业自治，也避免了政府对企

业研发活动的过度干预。

研究协会的经费来源有行业赞助和政府拨

款两种。在不同时期，研究协会向工业界筹集

经费的方式差异很大。早期，研究协会通常依

靠行业内企业自愿缴纳的会费维持运转，其额

度大致根据企业规模而定，但通常认购的金额

下限非常低。后来，一些协会根据每家公司的

综合产出加权指数，而非行业收入来确定其成

员的认购额度。然而，研究协会虽然与这些企

业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对其研发活动却不施加

任何控制，这为研究协会带来了诸多“游说”

成本。

第二种经费来源于政府的拨款。为激励企

业参与，英国议会决定一次性拨付 100 万英镑

设立著名的“百万基金”（Million Fund），[23]，[27]

向应用研究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研究协会提供资

助。DSIR 的资助金额通常与产业募集资金挂

钩，平均来看，其资助额度大约相当于行业的

工业收入的 50%。[10] 但对于新成立的协会，这

一比例有时可高达 100%，甚至超过工业界的

出资规模。到 1932 年基金耗尽时，英国已建立

起 20 家行业研究协会，大多数协会在之后仍获

得国家追加经费支持。二战期间，研究协会覆

盖了几乎所有工业门类。事后来看，研究协会

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开展工业研究

的门槛，尤其是帮助那些缺乏独立研究能力的

中小企业，通过“同行效应”建立起内部的研

发体系，并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交流。表 3 显示

了不同时期研究协会的经费情况。[29]

尽管研究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长

期存在的工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它们从

未成功地脱离政府资助实现良性循环。也因此，

后来的科技政策学者批评道，研究协会仅仅是

尝试解决英国工业研发短板的政治权宜之计。
[30] 某些特定行业的科研协会虽有成果产出，但

在转化为显著的工业效益方面仍显乏力。[27]，[29]

直到 1961 年祖克曼报告发布，英国政府四十多

年来也从未对国内工业界的整体研究状况进行

系统化评估，而仅仅凭少数高技术行业（例如

航空、制药等）的发展情况来推断国家工业的

总体水平。[27]

另一些批评集中在研究协会对中小企业支

持的不足。[10]，[30] 这类企业普遍存在两个特征：

（1）缺乏独立建立研发实验室的资本；（2）所

在行业没有持续研发投入传统。由于研究协会

类别 明细           年份 1929/30 财年
(£’000)

1934/35 财年
(£’000)

1937/38 财年
(£’000)

DSIR

研究协会的支出 70.9 85.4 148.3

其他支出
（除研发协会）

465.8 464.4 488.9

总支出 536.7 549.8 637.2

行业
自身研发支出 1,736 2,696 5,442
研究协会来源 150.75 230.25 260.50

总支出 1,886.75 2,926.25 5,702.5

表3  DSIR和行业的研究支出

科学的国家使命——来自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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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负责，而不是为单一企

业开展专项研究，其工作自然倾向于资助对该

行业大部分企业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因

此，加入协会的小型企业在日常通信交流之外，

难以在更多事务上发挥实质性作用。[30] 最终，

研究协会出现了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即

企业自身研究人员和实验室配备越完善，从参

与研究协会中获得的收益也越大。[31]

3. 鼓励大学的研究活动

DSIR 的第三项职能，是在大学拨款委员

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统筹大学的

常规经费的同时，重点支持和资助有潜力的青

年科研人才。[10] 一战期间对科学人才的迫切需

求，促使其在成立之初即投入经费用于两类资

助：第一，DSIR 对具有良好本科教育背景且有

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提供为期两年的生活

补助，资助其在大学、直属研究机构、研究协

会或其他经批准的单位开展研究工作。[2] 受资

助者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探索性的课题研究，

其目的不是培养特定领域的专家，而是使其掌

握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32] 第二，DSIR 向具

备扎实科研方法并展现出卓越创新潜质的候选

人颁发高级研究奖，其奖励经费主要用于聘请

研究助理或购置设备，评审标准侧重研究成果

的时效性和发展潜力。例如，DSIR 资助了当

时在英国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Pyotr 
Kapitza）在强磁场方面的工作，并出资为其在

剑桥大学设立专门实验室。但在战争时期，符

合入选资格的研究人员非常短缺。1916-1917
年度，面向大学候选人的总预算为 40,000 英镑，

但最终仅向 36 名申请者发放了 3,550 英镑的补

助，不足拟定预算的十分之一。[33]

人才断档同样促使政府重新审视高等教育

的定位。大学拨款委员会一次性向 39 所大学拨

款 500,000 英镑，帮助大学将科学研究能力恢

复到战前水平。[34] 为缓解供需错配问题并改进

遴选质量，DSIR 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学和

学院，请求它们提供在职研究人员的相关信息，

以支持正在进行的研究登记册的编纂工作。这

项调查收集了研究人员的个人信息、正在进行

的研究以及中断原因等信息，成为后续资助决

策的参考。事实上，在咨询委员会批准资助的

首批“特定研究”的 20 个研究项目里，有 11
个是对已经启动但后续中断项目的再资助，其

余 9 个是新项目，以光学精密设备、玻璃为代

表的应用科学得到优先资助。[33] 自此，DSIR
奠定了英国政府以公共拨款提升高等教育科研

能力的传统，缓解了英国科研人才匮乏的矛盾，

也为日后英国科学家在射电天文学、分子生物

学等诸多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突破奠定了重要基

础。

同样重要的是，DSIR 在资助大学研究的过

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应对外界质疑的政策话

语。为争取工业界与财政当局的支持，DSIR 有

意回避了“纯科学”或“无功利研究”这些在

当时可能引发争议的表述，转而创新性地提出

支持“基本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的号

召，这一术语较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

后来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的“基础

科学”（basic science）提前近三十年。[35] 这种

策略性的模糊处理，使英国能够在公共论述中

将科学的内在逻辑与社会经济目标辩证地结合

起来。其后，英国科研范式开始转向一种更具

包容性的模式：诸多英国科研资助与执行机构

沿用并扩展了基本研究的表述与实践，将其作

为国家力量介入科学与产业之间、而又不违背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原则的正当性基础，从而以

公共资金厚植创新土壤、吸纳与扩散外部知识。

四、启示与结论

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

实践证明，政府介入科学领域并非简单的资源

动员。它展示了在社会需求的强力牵引下，国

家如何果断重塑科学体制，使科学成为国家竞

争力与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也揭示了科学共同

体如何在新的制度环境中调整自身角色，通过

协商机制融入国家使命。

DSIR 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科学从 17 世纪以

来好奇心驱动的绅士式研究，向功利主义导向

的公共制度体系转变。科技政策学者经常将

DSIR 描述为英国政府对国家科学资助的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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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承诺，认为其对战后的研究

委员会系统（包括之前已经成立的农业研究委

员会和医学研究委员会）和现代研究理事会体

系具有深远意义。[22]，[36] 此外，中央科学机构

的制度化使职业科学家及其所代表的外部科学

与技术知识逐渐嵌入政府决策体系，提升了科

学证据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37] 国家直接或间

接资助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协会在短期内数量激

增，并在战后得到进一步扩展，为英国构建全

国性的产学研网络奠定了良好基础。[27]DSIR
通过国家实验室管理、研究协会培育和大学资

助三大职能，构筑了英国首个完整的国家科研

体系框架，其资助模式和管理原则成为此后英

国乃至世界“国家科学”发展演进的制度起点。

在“国家科学”浪潮推动下，科研范式在

战后发生了从业余科学传统向有组织、使命导

向的团队研究的深刻变革。科技人才方面，高

等教育培养了大批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专业化

人才，科学家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并实现职业化；

科技政策方面，政府在多个层面持续介入科学

活动，从资金支持、机构创设到后来首席科学

家咨询模式，形成了延续至今天的英国创新系

统的雏形；产业关系上，英国的科学与工业的

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科研直接面向国家经济

社会需求，而工业界也逐步形成吸纳科学成果

的观念。

然而，随着科研规模扩大和“大科学”模

式的兴起，DSIR 最初建立的“计划科学”体

系逐渐显露出局限性，难以完全适应新的科研

范式。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制度遗产在英国科

研治理结构中持续发挥深远影响，成为后续科

学政策演进的重要参照。新成立的研究委员会

在资助上采用开放竞争与同行评审制度，不仅

强化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也延续了 DSIR 时

期的核心理念——个别项目与经费分配之决策

应由研究人员独立做出，并以学科理事会形式

巩固了专业化与使命导向的优先地位。[22]总之，

DSIR 开创的制度使英国在相当长时期内走上

了一条“科学发展为国家使命服务”的道路。[6]

现在，尽管围绕英国在科学、工业和国防

领域“衰落”的讨论远远多于对其科学技术成

就的肯定，但必须承认，英国在历史上长期居

于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其科学规划一直是各国

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

实是，“国家科学”理念自诞生之初即因其功

利主义色彩而饱受科学界批评，然而强调科学

的社会功能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广泛共识。[38] 在

任何拥有有序科研体系的国家，科学活动的目

标愈发呈现出国家性、计划性与组织化特征：

越来越多的大科学装置由国家出资建设，公共

部门也承担起科学基础设施供给的职责。与此

同时，也必须承认，小科学研究虽规模有限，

却常孕育颠覆性突破。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自

由探索为重大科学发现提供原始动力，仍是创

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英国，无论是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还是石墨烯的分离，

均肇始于科学家对未知现象的敏锐观察和执着

探索，而非大规模、以明确应用目标为导向的

大科学计划。

从科学文化的角度看，DSIR 的设立是战

争时期科学权威文化与国家权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科学的权力中心从皇家学会转向能统筹议

程设置、预算分配并在政府与产业之间进行协

调的行政部门。出于应急需要，国家主动承担

起科学资助者、组织者和使用者的角色，推动

形成一套相对连贯的科技政策体系，由此进一

步巩固了“科学与科学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的社会共识。需要指出的是，将

科学与特定民族国家相联结的“公共科学”话

语并非战时凭空生成，其在战前和平时期的经

济发展语境中已具雏形。大卫·埃杰顿（David 
Edgerton） 借 用 了 查 尔 斯·斯 诺（Charles P. 
Snow）“两种文化”的论点，强调建制化的科

学和技术在 20 世纪初已经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结

构性地位，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断层使社会在

解决重大公共问题时无法形成合力。[26]，[39] 支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只有将科学家带入最

内部的委员会，政府才能从科学中获得最大助

益。[3]

通过对英国建立 DSIR 历史的考察，我们

能够得出结论：战时科学体制的发展不应被视

为“政府指导科学活动”的断裂点，而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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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科技政策沿着既有的科学服务社会路线

演变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科学建制化并非由

战争塑造，战争只是提供了完成改革的必要性，

为公共科学界凝聚必要的意见共识提供了坚实

的政治与实践证据。DSIR 虽带有应急和妥协

的色彩，但它正是希思及其同僚在更早期委员

会调查基础上所倡导的战略的结晶。它在最恰

当的时机出台，并以行政手段回应国家对现代

科学管理体系的迫切需求，旨在建立一个现代

化的研究管理体系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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